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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性因素对科技人才收入满意度的影响
有关制度性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普遍认同制度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23］。目前，科技人才收入的分配主要有两大依据，一方面是实际工作贡献度，另一方面是职务和技术职称。因此，科技成果评价奖励制度与专业技术职称、职务评定制度会影响科技人才收入。在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把科技人才的实际贡献度作为收入分配的主要标准，按照科技人才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收入是常用的一种分配形式。这会使得有能力的科技人才的工作贡献和工作绩效得到有效认可，也体现了收入分配的科学性、公正性。科技成果的评价奖励制度与按劳分配密切相关，科技成果评价奖励制度在对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按照实际贡献度，给予一定的奖励，所以科技成果的评价奖励制度是影响科技人才收入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将职务和技术职称作为科技人员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主要持这样一种观点:“技术职称”或“职务”高的科技人才应该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以及相对较高的边际生产率，按照现代工资决定理论，从需求的角度而言，这类科技人才应该具有高的工资水平。此外，根据均衡价格工资理论，高职称或高职务的科技人才是一种稀缺性的人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小于需求，因此他们会获得高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收入。同时，在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中，职称、职务等与薪酬待遇紧密挂钩。所以，职称评定和职务评定制度也是影响科技人才收入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关于科技成果的评价奖励制度与专业技术职称、职务评定制度对科技人才收入满意度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国内外的研究相对较少。大量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量化科技成果，例如，郝立忠、袁红英和张鹏程［24］依据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设计了初级、高级成果评价指标体系，也探讨了如何在一般性成果评价、科研人员考核、职称评审、成果鉴定、成果评奖等工作中应用该评价体系;石中和［25］指出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缺失或不科学是影响我国应用技术类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以应用技术类科技成果评价为研究内容，构建了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是如何完善制度性的层面，以实现对科技人才的有效激励，例如，胡化凯、谢治国和张玉华［26］研究指出，部分科研人员认为应该把创新创业的成果作为评定职称的量化指标，使技术人员容易取得与其实际贡献相应的职称，对职称或其他奖励的评审过程，应该规范化，做到客观、公正，对主要贡献者的奖励额度应不低于转化净收益的70%，增加对科技成果或职务成果完成人的奖励股份比例等，高月萍［27］探讨了如何健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机制。科技人才依附于所在的工作单位，不同类型单位的性质、盈利能力等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同时，由于科技人才的心理预期不同，比如科技人才对企业的收入预期更高，因此单位类型对科技人才的收入满意度有重要的影响。例如，Sharma［28］的研究表明，公共部门人员的收入满意度显著高于私有部门;陈涛［17］发现不同企业性、质的科技人员对薪酬满意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李春玲和李实［29］的研究也证实了单位类型对收入的影响;但是，有的学者的研究表明单位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如，崔维军和李廉水［30］基于江苏省12个地市科技人员收入的调查数据，利用泰尔T指数，从总体、不同区域和不同组织(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事业单位)三个角度分析了江苏省科技人员收入的差异，结果表明，江苏省科技人员收入差异主要表现为组织内的差异，不同组织间的差异不大。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人口背景特征、制度性因素对科技人才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日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且现有文献已经形成了两条较为鲜明的研究思路，第一种思路注重研究科技人才背景特征对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忽略了制度性因素的作用;第二种思路注重不同单位科技人才收入满意度的比较研究。不过，现有研究也忽略了单位性质在人口背景特征、制度性因素对收入满意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即不同性质单位的科技人才的背景特征和制度性因素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按照单位性质区分高校样本、科研院所样本和企业单位样本，对比研究了科技人才的人口背景特征、制度性因素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

2数据、方法及变量选择
2．1数据来源浙江省是一个资源小省，面临土地、电力等多种生产要素与经济总量持续扩张的矛盾，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中要跳出“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科技人才。虽然，在2010年浙江省科技活动人员和Ｒ＆D人员分别达到约53万人和20万人年，但与创新型国家和国内同类地区相比，科技人才对生产力的贡献率低。因此，选取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科技人才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实现对科技人才更好的激励，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在浙江省人事厅的支持下，问卷调查时间在2011年11月初开始，到12月底结束，历时两个月。在浙江省的11地市共发放调查问卷3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19份，有效回收率为63．09%。无效问卷是有以下三种现象之一的:问卷选项的缺失值严重、前后回答明显不一致、存在鲜明的雷同现象。本文从科技人才性别、年龄、学历、教育专业、职称、职位、工作年限、工作类别与单位类型等方面对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

2．2变量的界定(1)收入满意度参考陈涛［17］的做法，对收入满意度的测量采用linkert量表，测量条款为:您对当前自身收入水平的评价?将回答设为5个选项，分别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5级Likert量表每个选项被分别赋予1－5分值。(2)背景特征按照李焰、秦义虎和张肖飞［31］的观点，人口背景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教育专业、工作经历和任期等。因此，本文主要选取科技人才的性别、年龄、学历、教育专业、工作年限、职称、职务、工作类别等8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对工作类别的界定，本研究选取科技研发人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事其它工作的科技人才作为参照对象。科技研发人才主要是指从事科学技术(含软科学)研究与开发的人才。此外，根据每个变量的属性，分别对其进行界定。(3)制度性因素本研究主要选取科技成果评价奖励制度和专业技术职称、职务评定制度作为制度层面的研究因素，对两类制度的测量采用linkert5度量表，测量条款分别为:您对当前科技人才专业技术职称、职务评定制度的评价?您对当前科技成果评价奖励制度的评价?1代表非常不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4)控制变量除了个体人口背景特征、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会对科技人才的收入满意度产生影响。区位因素是研究中常用的控制变量。先前的研究表明，区位与收入水平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32］，因此要消除掉它产生的影响，使得研究中所要考察的变量效应得以净化。所以，本研究选取区位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当某科技人才位于杭州市时，取值1，否则取值0。

2．3研究模型在收入满意度的计量分析中，研究者曾选择二元或多元的Logit模型、Probit模型以及Tobit模对那些影响收入满意度的因素估计。其中，二元和多元Logit模型运用最广泛。本研究采用Binary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综合以上的因素，构造计量模型，通过模型分别对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样本进行检验。S*=β0+β1ＲC+β2IS+β3CＲ+ε其中，S*代表一个未被观察的潜在变量，ＲC代表个体人口特征变量，IS是制度性因素，CＲ代表控制变量，ε满足标准正态分布。S代表被解释变量，并和S*之间存在如下关系:S=1，如果S*＞0;S=0，其它。当S=1时，表明科技人才更倾向于对收入水平感到满意，即可以得到S的相应概率:P(S=1)=P(S*＞0)=Φ(β0+β1ＲC+β2IS+β3CＲ)。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科技人才对收入满意度的评价情况(1)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科技人才对收入满意度的评价分析为了解不同单位的科技人才对收入满意度的评价情况，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Spss11．5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对收入非常满意的科技人才比率仅为6．98%，比较满意的科技人才占29．77%，一般占4．61%，比较不满意的达到了43.09%，完全不满意的仅占15．55%，其中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所占的比重为58．64%，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为36．75%，这说明大部分科技人才对自身的收入满意度不认可。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分别来看，企业中的科技人才对收入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所占比重为54．35%，明显高于高校的31．98%和科研院所的28．09%。这一结果证实了企业中的科技人才具有更高的收入满意度。卡方检验表明，这一结果在总体中也成立(P＜0．001)。(2)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样本相关变量的均值比较本文首先对科技人才的人口背景特征、制度性因素和收入满意度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性质的不同，导致了三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主要变量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还分别对高校样本、科研院所样本和企业样本的均值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T检验是利用来自两个总体的独立样本，以推断两个总体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一种统计方法。

3．2科技人才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根据前文的回顾，将科技人才的人口背景特征、两类制度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区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收入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引进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回归分析中，本研究采取了将每一类变量逐步放入回归方程的方法。

